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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开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基于中心-外围的分析视角 

马为彪 吴玉鸣 许丽萍
1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 

【摘 要】：高速铁路的发展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 2003—2019 年的面板数据，将城

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铁网络，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

系统考察了高铁开通对长三角中心与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中心城

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保持不变。城市规模异质性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加

剧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大城市影响不明显；高铁网络中拥有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地区，越有利

于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影响机制表明，高铁开通加速了劳动力流动进而加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

的极化效应，且该机制对外围小城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高铁开通降低了外围小城市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拉大

了其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中心、网络化的高铁网络有利于缓解因高铁开通所导致的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此外，高铁开通明显扩大了距离中心城市 300-400 公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本研究为从

多中心、网络化的中心—外围视角理解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政府推动高铁网

络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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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1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指出，我国区域发展差距扩大、

区域分化现象日益凸显，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充分问题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不协调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又必须解决

的重难点问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出台了包括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共建“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等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其题中之义无不在于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均明确提出，

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这意味着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作为国

家现代化建设布局中的重大战略区域，长江三角洲肩负着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为全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提供样板的重任。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在 2025年实现中心区人均 GDP与全域人均 GDP 差距缩小至 1.2∶1。尽管长三角

一体化程度走在全国前列，但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李国平，2019)[1]。从现阶段来看，2019年上海市人均 GDP约为长

三角全域人均 GDP 的 1.51 倍，安徽省人均 GDP 的 2.70 倍，长三角人均 GDP 最低城市的(阜阳市)4.76 倍，缩小区域差距依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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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道远。因此，探讨如何缩小区域差距，从而更好地实现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要想富，先修路，道路通，百业兴”,已成为伴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百姓致富的一条金科玉律。交通基础设施一直是历

年政府投资的重点方向，也是政府宏观调控，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之一(张学良，2012)[2]。事实上，学术界对于交通基础设

施是否影响区域经济差距的研究由来已久，且日渐成熟(Boarnet,1998;Faber,2014;Baum-Snow等，2017;Zhang等，2020)[3][4][5][6]。

相较于传统的运输方式而言，高铁由于其稳定性、准时性与快速性等特点，在近 20年内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截止 2020年底，中

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已达到 3.79万公里，“十三五”期间增长 91.4%,稳居世界第一。高速铁路的快速发展，大幅度缩小了区域

间的时空距离，提升了区域间的可达性，提高了要素流动的速度与规模，对于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起到了关键作用(卞元超等，

2018)[7]。然而，高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一直备受争议。Chen 等(2017)[8]使用中国高铁开通的数据，研究发现高铁的

开通导致区域间经济差距不断减小，高铁促进了中国区域经济的收敛。Liang等(2020)
[9]
研究了高铁对跨省级行政区域经济增长

的影响，结果显示高铁开通对欠发达地区以及远离中心城市的地区具有显著影响，拉动了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贾善铭等

(2015)[10]对比了高铁开通前与开通后各大区域经济格局的均衡性，发现高铁开通促进了泛长三角与泛珠三角区域协调发展。刘

怡等(2018)[11]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提升了京津冀城市群人均 GDP,有利于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然而，另一些研究表明高铁的开通

加剧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加速了边缘地区和城市优质资源与要素的流失，进一步拉大了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张克中等，

2016;张梦婷等；2018;Qin,2017;Yuetal,2019)
[12][13][14][15]

。董艳梅等(2016)
[16]

探讨高铁开通的异质性时发现，高铁建设扩大了东

中部地区高铁和非高铁城市之间的经济差距与工资差距。卞元超等(2018)[7]使用城市经济增长率的离差作为衡量区域经济差距的

变量，发现高铁开通扩大了区域间的经济差距，且对省会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近年来，随着城市间高铁线路的不

断延伸与扩充，城市间的高铁联系逐步由线成面，并趋向网络化发展。不少学者意识到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所具有的网络特征也会

影响自身发展，并开始利用城市间的“关系数据”探讨高铁网络与区域协同发展(何天祥等，2020)[17]、高铁网络与城市空气污染

(李建明等；2020)[18]、高铁网络与居民健康(王玉泽等，2020)[19]等方面的关系。 

现有文献为本文奠定了良好的研究基础，但也存在两方面的不足：第一，大部分文献研究高铁对城市间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仅仅通过分析高铁开通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影响，从而间接判断高铁开通是否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很少有文

献基于中心—外围的视角讨论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第二，以往的多数文献仅以高铁是否开通的二值变量作为

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忽略了日渐形成的高铁网络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溢出效应。事实上，随着城市间高铁线路的不断增

多，以多节点、网络化为特征的高铁网络日益明显，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带动了各种要素的互补互动，不同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承

担的角色与分工更加明确，并由此带来新一轮的经济增长。 

《长江三角洲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规划》指出，到 2025 年，实现长三角铁路密度达到 507 公里/万平方公里，

并要紧紧围绕以上海为核心、南京、杭州、合肥、宁波为中心打造 1-1.5 小时城际铁路网。那么，以多节点、网络化为特征的高

速铁路网是否影响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以高铁是否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DID)模型与社会网

络分析方法(SNA)系统探讨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与以往通

过比较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大小从而间接得出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研究有所不同，本文以长三角三省

一市 41个地级市作为特定研究区域，以上海作为中心城市，其他城市作为外围城市，考察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外围城市与中心城

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第二，基于劳动力流动和投资的角度，深度剖析高铁开通影响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驱动机理。第

三，通过构建高铁网络，创新性的引入多中心、网络化的高铁网络特征指标，进一步探讨高铁网络建设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

距的影响。 

二、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理论机制 

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中心—外围地区的形成源于促进经济要素集聚的向心力和排斥这种集聚力

的离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Krugman,1991)[20]。运输成本则是影响这两种相反作用力大小的关键因素(张晶等，2022)[21]。而运输成

本的高低取决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发展。随着交通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中心城市的市场潜力和可达性进一步得到提升，从而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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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经济要素集聚到中心城市。中心城市相对于外围城市，尤其是外围的中小城市而言，本身就具有发展优势。由于生产要素具

有“趋优性”的特征，在“用脚投票”的机制作用下，生产要素会由发展环境较差、边际产出较低的边缘城市或中小城市流向发

展条件更优、边际产出更高的中心城市(卞元超等，2018)
[7]
。高铁的开通使得中心和外围地区通达性进一步提升，极大降低了人

员跨地区的流动成本。对中心城市来说，高铁开通进一步加快了高素质劳动力的流入，发展动力不断增强。与之相反，对于外围

城市和中小城市来说，高铁开通所带来的“虹吸效应”,进一步导致优质劳动力的流失，对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影响(许钊等，

2022)[22]。在这种“强者恒强，劣者更劣”的“马太效应”的影响下，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被进一步拉大，不利于

区域协调发展。因此，由于高铁开通降低了城市间的贸易成本，加速了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根据中心—外围模型，本文提出第一

个假说： 

假说 1:高铁开通加速了劳动力流动，加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虹吸效应”,扩大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差

距。 

随着国家高铁网络“八纵八横”的不断形成，城市间的高铁线路逐步加密。高铁对城市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单一城市有无高

铁开通，而转向不同城市在网络中承担的角色和影响力(孔令章等，2021)[23]。由于城市间高铁连线的紧密度不断增加，众多城市

在高铁网络中的地位逐渐凸显，高铁资源逐渐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城市转移，以多中心、网络化为特征的高铁网络逐步形成。高铁

网络的多中心和网络化发展，有效缓解了要素、资源向中心城市单方向集聚，加速其在更大范围内集聚，扩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

城市的溢出效应。与此同时，多中心和网络化的高铁网络能够充分发挥各城市的发展优势，各城市利用自身禀赋，通过要素、产

业等传导路径，实现不同区域空间的优势互补和利益共享，将分散的局部优势转化为密切联系的整体优势，提升整体资源和要素

的空间配置(丁如曦等，2020)[24],进而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假说 2:以多中心、网络化为特征的高铁网络能够有效缓解因高铁开通所导致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中心—外围理论认为，中心城市由于具有更大的市场潜力，会吸引众多的制造业向中心城市集聚，而在中心城市一定距离之

外，由于中心城市影响较小，进而形成次级中心，但在距离中心城市不远不近的地区，由于遭受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大于

“溢出效应”,可能会形成“集聚阴影”(张晶等，2022)[21]。“集聚阴影”的区域由于自身发展环境较差，高铁开通后，可能进

一步扩大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导致要素和资源的进一步流失，进而加大了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因此，本文提出

第三个假说： 

假说 3:高铁开通进一步加剧了距离中心城市一定范围内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与多数研究一致，本文将地级市是否开通高铁这一事件作为准自然实

验，如果地级市开通高铁，则将其视为开通高铁的处理组(treated 为 1),其余未开通高铁的城市作为对照组(treated 为 0)。此

外，将地级市开通高铁的时间区分为高铁开通后(dummy 为 1)与高铁开通前(dummy 为 0),基于双重差分(DID)考察高铁开通前后

处理组与对照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变化情况。模型构建如下： 

 

其中，gap表示区域经济发展差距；did为高铁开通的时间虚拟变量(dummy)和是否开通高铁的地区虚拟变量(treated)的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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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X为地区控制变量；η和γ分别表示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ε为随机误差项，β为变量对应的系数。 

(二)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合宁铁路，即宁荣铁路合宁段于 2008 年 4 月 18 日开通运营，2008 年 8 月 1 日动车组上线运营，属于长三角地区最先开通

的高铁线路，本文以 2003 年作为样本的研究起点，实证研究选取 2003—2019 年长三角三省一市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高铁数

据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相关信息收集而来，地区层面的数据来源于 Wind 数据库、《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

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 

(三)指标选取与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陆铭等(2019)[25]认为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最重要的是缩小地区人均 GDP 或人均收入的差距，当地区人均 GDP 或人均收

入几乎相等时，就能达到“空间均衡”的状态。那么，实现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核心要义就在于缩小大中小城市之间人均 GDP 或

人均收入的差距。丁如曦等(2020)[24]在测度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时，采用地区人均GDP 与核心城市(重庆、武汉与上海)

人均 GDP均值的比值作为衡量指标。《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以上海为龙头，苏浙皖各扬所长。参照丁

如曦等(2020)[24]人的做法，以上海为长三角中心城市，以长三角其他城市为外围城市，将各城市人均 GDP 与上海市人均 GDP 的

比值作为衡量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gap)的指标，该指标数值越大，表示中心与外围城市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越小，经济发展

越协调，反之相反。 

2.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1:高铁开通的地区虚拟变量(treated)与时间虚拟变量(dummy)的交互项 did。在实际处理中，本文将 7月 1日

以前开通的高铁定义为当年开通，7月 1日以后开通的高铁定义为下一年开通。由于部分地级市开通多条高铁，以开通高铁最早

的年份作为该城市开通高铁的日期。同时，如果某城市市区未开通高铁，只要其管辖的县级城市开通高铁，都将其视为高铁开通

城市。 

核心解释变量 2:高铁网络多中心、网络化水平。在测度网络多中心、网络化指标之前，首先需构建高铁网络。参考王玉泽

等(2020)
[19]

人的做法，如果两个城市所属同一条高铁线路，则认为该两城市具有同一条边，将其赋值为 1,否则为 0。其次，将长

三角所有地级市形成的边构建高铁网络 0-1 矩阵。再次，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刘军，2014)[26],参考 Deng等(2015)[27]的做法，

选择点度中心度(degree)和中间中心度(between)衡量高铁网络多中心发展水平的指标。其中，点度中心度反映城市在高铁中所

处的网络地位，点度中心度越大，表明该城市在高铁网络中与其他城市连接较多，处于核心位置。中间中心度指的是，城市在高

铁网络中掌握资源的能力，中间中心度越高，说明该城市掌握高铁的资源就越多，在网络中作为桥梁的作用就越突出。同时，计

算高铁整体网络密度(network)作为衡量高铁网络化发展水平的指标，其值越大，说明高铁网络化趋势更加明显。最后，本文所

定义的高铁网络多中心、网络化水平分别为点度中心度、中间中心度与网络密度(network)的交互项，其值越大，说明高铁网络

多中心、网络化特征越明显。具体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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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g 表示在高铁网络中某个城市与其他城市直接相连的总边数，n 为城市总个数；bjk(i)为 i 城市能控制 j 与 k 城市的

能力，即 i处于 j与 k之间捷径上的概率。m为高铁网络中所有城市直接相连边数的总和，n(n-1)表示高铁网络中理论上所有城

市直接相连边数的总和。 

3.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edu),用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的对数表示。金融发展程度(fin),用年末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GDP比重表示。

政府支出(gov),采用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来测度。城镇化率(urb),采用年末地区城镇常住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表示，缺失值用

非农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替换。基础设施水平(road),采用人均拥有地级市公路里程数表示。对外开放程度(fdi),用地级市实际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当年 GDP 比重计算。表 1给出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观测值 

gap 0.5359 0.2978 0.0726 1.3527 697 

did 0.3558 0.4791 0.0000 1.0000 697 

edu 4.7575 0.9096 1.3991 6.9400 697 

fin 1.0303 0.4839 0.3632 6.0705 697 

gov 0.1392 0.0612 0.0491 0.3566 697 

urb 0.4846 0.1862 0.1094 0.8960 697 

road 22.0804 12.2227 3.6719 71.0907 697 

fdi 0.0318 0.0231 0.0019 0.2011 697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进一步探讨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使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分别对式(1)进行回归，并用 Hausman

进行检验。表 2 的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采用固定效应更适合模型的估计。表 2 的(1)和(3)分别表示未加入控制变量和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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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情况下的回归结果，did 回归系数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表示高铁开通与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为负相关，意味着相较于未开

通高铁的城市，开通高铁的城市在高铁运营后，扩大了与中心城市的区域经济差距。同时，控制变量的结果显示，城市人力资本

(edu)与城镇化率(urb)均能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与之相反，金融发展程度(fin)、政府支出(gov)与对外开放程度(fdi)加大

了长三角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本文给出解释是，中心城市金融发展相对成熟，对经济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外围城

市。政府的过度干预往往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而损失经济效率，外围城市的发展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更容易受到政府这只

“看不见的手”的影响。就对外开放程度而言，外商投资更加偏向经济发展环境较好的中心城市，因而会进一步拉大中心城市和

外围城市间的经济发展差距。 

表 2基准回归结果 

 
(1) 

Fe 

(2) 

Re 

(3) 

Fe 

(4) 

Re 

did 
-0.022** 

(0.009) 

-0.020** 

(0.009) 

-0.034*** 

(0.008) 

-0.030*** 

(0.008) 

edu   
0.055*** 

(0.012) 

0.075*** 

(0.012) 

fin   
-0.030*** 

(0.009) 

-0.023** 

(0.010) 

gov   
-1.138

***
 

(0.112) 

-1.256
***
 

(0.113) 

urb   
0.135*** 

(0.037) 

0.159*** 

(0.038) 

road   
-0.000 

(0.001) 

-0.001 

(0.001) 

fdi   
-0.799*** 

(0.155) 

-0.635*** 

(0.158) 

cons 
0.377*** 

(0.011) 

0.377*** 

(0.042) 

0.270*** 

(0.050) 

0.184*** 

(0.053)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R2 0.660 — 0.761 — 

N 697 697 697 697 

Hausman 
Chi2(2)=6.93 

p=0.0312 

Chi2(8)=53.48 

p=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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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括号内为标准误，*p<0.1,**p<0.05,***p<0.01,下表同。 

(二)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使用双重差分的重要前提，为进一步检验高铁开通前后是否具有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借用Beck等(2010)[28]

和 Li等(2016)[29]的方法，模型设计如下： 

 

其中，D为高铁开通的年份哑变量，当 s<0时，表示高铁开通前 s期；当 s=0时，表示当年开通高铁；当s>0 时，表示高铁

开通后 s期。就 D的具体取值而言，例如，以南京市为例，如果南京市 2008年开通高铁，那么，当s=-2时，意味着在2006年，

即高铁开通的前两年，D 取值为 1,其他均为 0;当 s=0 时，意味着在 2008 年开通高铁，D 取值为 1,其他均为 0;当 s=2 时，意味

着在 2010 年，即高铁开通的后两年，D取值为 1,其他均为 0。图 1 的估计结果显示，在高铁开通前，各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绝

大部分不显著，且基本位于 0左右，高铁开通后，回归系数开始呈现显著的负向减小趋势。这说明高铁开通前，各城市与中心城

市经济发展差距趋势保持一致，满足共同趋势假设，但高铁开通后，各城市与中心城市相对经济差距在不断扩大，进一步表明高

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图 1平行趋势检验 

(三)安慰剂检验 

考虑到其他未观察到的事件、政策或随机因素等非观测遗漏变量可能对长三角中心与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产生的干扰，

本文按照每年高铁开通的城市个数，随机抽取不同城市并将其作为高铁开通城市，并通过对did 的回归系数进行统计分析。为提

高结果的可信度，此过程共进行了 1000 次随机抽取实验，具体可参考张国建等(2019)[30]与邓慧慧等(2020)[31]的研究，图 2报告

了 did 回归系数的核密度图，回归系数集中分布在 0 左右。此外，通过对回归系数的统计分析发现，1000 次回归系数的均值为

-9.82e-06,非常接近于 0。同时，1000 次回归中有 714 次结果(约 71.4%)未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高铁开通扩大了长三

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效应并未受到非观测遗漏变量的影响，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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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安慰剂检验 

(四)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模型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做了以下六种尝试。一是将高铁开通这一政策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

的后一期进行回归，以消除其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减小内生性，实证结果如表 3 中第(1)列。二是剔除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

即删除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副省级城市后再次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 3中第(2)列。三是剔除区域经济发展差距(gap)大于或

等于 1 的样本。考虑到有个别城市在不同年份出现人均 GDP 大于或等于上海市人均 GDP 的情况，可能会对结果造成干扰，故对

其进行剔除，实证结果如表 3中第(3)列。四是更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到省会城市作为省域的中心城市，也会对省域外围城市产

生辐射和虹吸效应，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外围城市人均 GDP 与上海、南京、杭州和合肥四大中心城市人均 GDP均值的比值，实证

结果如表 3中第(4)列。五是更改样本时期。考虑到 2016年出台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三角范围由“两省一市”

扩展到“三省一市”,其目的之一在于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为排除该政策的干扰将样本时间缩短为 2003—2015 年，实证结

果如表 3中第(5)列。六是在回归中加入时间和时间的二次项，剔除可能随时间变化的非观测变量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实证结果

如表 3中第(6)列。回归结果均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再次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表 3稳健性检验结果 

 
(1) 

F1.gap 

(2) 

gap 

(3) 

gap 

(4) 

gap 

(5) 

gap 

(6) 

gap 

did 
-0.026*** 

(0.009) 

-0.035*** 

(0.009) 

-0.040*** 

(0.008) 

-0.059*** 

(0.013) 

-0.034*** 

(0.009) 

-0.034*** 

(0.008) 

edu 
0.047*** 

(0.014) 

0.040*** 

(0.013) 

0.061*** 

(0.012) 

0.122*** 

(0.020) 

0.042*** 

(0.014) 

0.055*** 

(0.012) 

fin 
-0.013 

(0.010) 

-0.025** 

(0.010) 

-0.025*** 

(0.009) 

-0.010 

(0.015) 

-0.032*** 

(0.009) 

-0.030*** 

(0.009) 

gov 
-0.892*** 

(0.129) 

-1.021*** 

(0.115) 

-0.975*** 

(0.110) 

-1.175*** 

(0.180) 

-1.237*** 

(0.140) 

-1.138*** 

(0.112) 

urb 
0.119*** 

(0.040) 

0.175*** 

(0.044) 

0.153*** 

(0.037) 

0.362*** 

(0.059) 

0.084* 

(0.043) 

0.135*** 

(0.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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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 
0.000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0.001 

(0.001) 

-0.000 

(0.001) 

-0.000 

(0.001) 

fdi 
-0.664

***
 

(0.168) 

-0.777
***
 

(0.160) 

-0.719
***
 

(0.163) 

-0.568
**
 

(0.249) 

-0.638
***
 

(0.173) 

-0.799
***
 

(0.155) 

cons 
0.277*** 

(0.055) 

0.269*** 

(0.050) 

0.187*** 

(0.048) 

0.034 

(0.080) 

0.344*** 

(0.056) 

-1.7e+04*** 

(3307.749)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
2
 0.704 0.754 0.740 0.511 0.791 0.761 

N 656 612 643 697 533 697 

 

(五)工具变量检验 

为进一步减小因遗漏变量与双向因果所导致的内生性，采用历史工具变量进行分析。部分学者选择历史铁路线路作为高速

公路或高速铁路的工具变量(Baum-Snow等，2017;王春杨等，2020)[5][32]。主要理由在于，历史上普通铁路的修建与现如今高铁的

修建模式相似，都需要考虑地形地貌、政治国防等重要因素，因此与高铁站的选址具有较大的相关性。本文选择1984年长三角

各城市是否开通火车站作为工具变量，如果某城市在 1984 年及以前开通火车，赋值为 1,否则为 0。由于是否开通火车的哑变量

并不随时间变化，这里需要乘以城市开通高铁时间的哑变量，以此作为 did的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从表4的

第(1)列估计结果看，历史工具变量与核心解释变量(did)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并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同时，弱工具变量检

验(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791.34 远远大于 10,拒绝弱工具变量的假设，说明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工具变量的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显示核心变量 did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基准回归。这表明，尽管可能存在遗漏变

量导致基准回归结果偏小，但并未改变基本结论。 

表 4工具变量检验 

 (1)did (2)gap 

railway1984 0.760
***
(0.027)  

did  -0.045
***
(0.011) 

控制变量 Yes Yes 

个体固定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R2 / 0.760 

N 697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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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异质性分析 

(一)城市规模异质性 

对不同城市而言，高铁开通带来的区域经济效应可能存在较大的异质性。不少学者认为高铁开通加剧了大城市的极化效应，

扩大了区域内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经济差距(卞元超等，2018;张梦婷等，2018)[7][13]。那么，对于不同规模城市而言，高铁开通

是否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也存在异质性?本文以 2015 年城区常住人口作为划分标准，考虑到 2015 年城区人口 300

万以上城市过少，这里将城区人口高于250 万以上定义为大城市，100～250 万之间为中等城市，100万以下为小城市。同时，将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的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苏州、无锡和常州等 8个城市作为长三角中

心城市，其余城市作为非中心城市进行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5 所示。 

表 5城市规模异质性。 

 
(1) 

小城市 

(2) 

中等城市 

(3) 

大城市 

(4) 

外围城市 

(5) 

中心城市 

did 
-0.046*** 

(0.017) 

-0.024*** 

(0.009) 

-0.007 

(0.022) 

-0.044*** 

(0.009) 

-0.000 

(0.024) 

cons 
0.098 

(0.085) 

0.401*** 

(0.052) 

-0.557** 

(0.260) 

0.185*** 

(0.050) 

-0.196 

(0.313)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R
2
 0.772 0.848 0.900 0.734 0.912 

N 204 357 136 561 136 

 

高铁开通对不同城市规模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小城市高铁开通 did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且系

数绝对值大于中等城市高铁开通 did 系数；对大城市而言，高铁开通 did 系数接近于 0 且不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加剧了中小城

市与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但对大城市影响并不明显。可能的原因在于，高铁开通加剧了“极化效应”,导致更多优质资源

由中小城市向核心城市发生转移，进一步加剧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同时，中心和外围城市回归结果显示(见表 5的第(4)和(5)

列),高铁开通加剧了外围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但对中心城市影响并不明显，再次说明高铁开通确实拉大了中小城

市和非中心城市与核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不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二)地区异质性 

对于不同地区而言，由于地理位置、发展条件和拥有高铁资源的差异性可能导致高铁开通所带来的区域经济效应产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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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前文已阐述度数中心度(degree)在网络中表现的是节点城市在网络中所处的地位，如果一个城市在高铁网络中与其他城市

连线较多，或者说处于高铁线路的枢纽位置，则度数中心度越高，说明该城市处于网络核心位置，更容易掌握高铁资源。那么，

是否掌握更多高铁资源意味着更易获得高铁红利?是否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地区更能提升经济发展能力?通过比较不同区域的度数

中心度发现，江苏省地级市度数中心度均值(0.081)大于安徽省(0.059),最后为浙江省(0.052)。本文将整体样本按照行政区划划

分为江苏、浙江和安徽三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地区高铁开通 did 回归系数呈现显著差异。对于江苏省而

言，高铁开通 did系数显著为正。与之相反的是，安徽省和浙江省 did系数显著为负，说明高铁开通缩小了江苏省地级市与中心

城市发展差距，但扩大了安徽省与浙江省地级市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究其原因在于，江苏省在长三角高铁网络中与其他城市

连线较多，处于高铁线路的枢纽位置。对于掌握更多高铁资源的城市而言，不仅可以降低要素流动的交易成本与时间成本，也更

容易承接来自中心城市的经济溢出效应，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进而缩小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而处在高铁网络边缘区的

城市，可能更容易受到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进一步拉大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六、机制分析 

为进一检验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机制，本文主要从劳动力流动和投资的角度分析高铁开通对中心—外围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机制。劳动力流动的测度参照卞元超等(2018)
[7]
的做法，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laborflowi为城市 i劳动力一年内的流动量；labori为城市 i劳动力数量；wi为城市 i平均工资，用城镇单位就业人

员平均工资表示；hpi为城市 i 平均房价水平，用住宅平均销售价格表示；distanceij为城市 i 与城市 j 行车最短距离。表 6 给

出了机制检验的结果，其中第(1)列是基于长三角全体样本高铁开通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回归结果。第(2)-(4)分别为小、中、大

不同规模城市回归结果。 

表 6高铁开通对不同规模城市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1) 

总体 

(2) 

小城市 

(3) 

中等城市 

(4) 

大城市 

laborflow laborflow gap laborflow gap laborflow gap 

did 
0.009

**
 

(0.004) 

0.012
**
 

(0.005) 

-0.035
**
 

(0.016) 

0.012
**
 

(0.005) 

-0.019
**
 

(0.009) 

0.000 

(0.019) 

-0.022 

(0.023) 

laborflow   
-0.580

**
 

(0.272) 
 

0.178 

(0.108) 
 

0.273
**
 

(0.128) 

cons 
0.453*** 

(0.029) 

0.271*** 

(0.027) 

0.127 

(0.117) 

0.359*** 

(0.034) 

0.265*** 

(0.072) 

0.897*** 

(0.285) 

-0.330 

(0.36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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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 0.683 0.843 0.772 0.674 0.820 0.803 0.881 

N 615 180 180 315 315 120 120 

 

从表 6的回归结果可知，对于全体样本而言，高铁开通确实促进了劳动力流动，说明劳动力流动是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发

展差距的重要影响因素。从不同规模的城市看，高铁开通促进了中小城市的劳动力流动，但对大城市影响并不明显。同时，劳动

力流动扩大了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差距，对中等城市不具有显著影响，但缩小了大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这意

味着高铁开通导致中小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要素、资源更多流向大城市，进一步拉大了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 

此外，从投资的角度看(分别采用城市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lninvest)和实际利用外资的对数(lnfdi)表示),回归结果表 7

的第(1)到(3)列显示，高铁开通对中小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影响不明显，但明显增加了大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同时，表 7的第

(4)到(6)列结果显示，高铁开通明显降低了小城市的实际使用外资规模，对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影响不明显。这意味着高铁开通降

低了小城市的投资机遇，导致要素和资源向中心城市的转移，进而扩大了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表 7高铁开通对不同城市规模投资的影响 

 
(1) 

小城市 

(2) 

中等城市 

(3) 

大城市 

(4) 

小城市 

(5) 

中等城市 

(6) 

大城市 

 lninvest lninvest lninvest lnfdi lnfdi lnfdi 

did 
0.064 

(0.059) 

-0.052 

(0.037) 

0.248*** 

(0.079) 

-0.499*** 

(0.152) 

-0.158 

(0.099) 

-0.148 

(0.119) 

cons 
14.133*** 

(0.292) 

14.599*** 

(0.221) 

10.181*** 

(0.921) 

9.150*** 

(0.769) 

10.698*** 

(0.601) 

11.637*** 

(1.348)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R2 0.964 0.961 0.954 0.736 0.658 0.829 

N 204 357 136 204 357 136 

 

七、进一步研究 

(一)基于高铁网络的分析 

传统的双重差分模型只能根据高铁是否开通的二值变量测算高铁开通组和高铁未开通组的处理效应。然而，在日渐密集的

高铁网络中，城市与城市之间高铁联系日益密切，不同城市在高铁网络中所处地位也会对自身或周边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本文

借助社会网络分析(SNA)法，利用城市间是否开通高铁的 0-1 矩阵，计算高铁网络点度中心度(degree)、中间中心度(between)和

网络密度(network),并将其纳入基准回归中，具体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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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8 的回归结果可知，无论是否在基准回归中加入控制变量，高铁开通与多中心、网络化的交互项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

为正，表明随着高铁网络逐步向多中心和网络化发展，高速铁路将会缩小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一方面，中心性越高的城市意味着

与其他城市联系越多，处于高铁网络中的枢纽位置，更容易吸引外部要素和资源的投入，从而更有利于提升经济增长。另一方

面，随着城市间高铁的互通，逐渐形成密集的高铁网络，网络化的形成使得边缘城市能够获得更多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带动了

自身经济发展，从而进一步缩小了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 

表 8高铁网络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 

 
(1) 

gap 

(2) 

gap 

(3) 

gap 

(4) 

gap 

did 
-0.037

***
 

(0.010) 

-0.022
**
 

(0.009) 

-0.041
***
 

(0.009) 

-0.033
***
 

(0.008) 

did*degree*network 
1.296

***
 

(0.370) 
 

0.686
**
 

(0.327) 
 

did*between*network  
0.024

***
 

(0.007) 
 

0.018
***
 

(0.006) 

cons 
0.377*** 

(0.010) 

0.377*** 

(0.010) 

0.252*** 

(0.050) 

0.253*** 

(0.050) 

控制变量 No No YES YES 

地区固定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 YES YES YES YES 

R2 0.667 0.666 0.762 0.764 

N 697 697 697 697 

 

(二)基于空间距离的分析 

城市间的距离是影响空间溢出效应大小的重要因素(赵奎等，2021)[33]。那么，距离中心城市的远近是否会影响高铁对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也值得进一步探讨。本文利用百度地图检索长三角其他城市距离中心城市(上海)的最短距离。通过引入高铁

开通(did)与最短距离的交互项，验证高铁开通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是否受到距离的影响。回归结果说明，高铁开通对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的偏效应与距离呈现“～”关系。为进一步显示距离如何影响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偏效应，基于整体回

归(第 1 列),绘制图 3。图 3 的结果表明，随着距离的增加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的趋势。

开通高铁有利于缩小距离上海约200公里以内的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中心城市对距离 200-400公里左右城市的“虹

吸效应”不断加强，这说明距离中心城市一定范围内的区域会出现“集聚阴影”,高铁开通会进一步扩大该区域与中心城市的经



 

 14 

济发展差距。 

同时，为进一步确定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距离效应，本文根据长三角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上海市)的距离

(distance),将总体样本分为 100公里以内、100～200公里、200～300 公里、300～400公里、400～500 公里以及 500公里以上

等六个区间进行分段回归，图 3(b)给出了分段回归的 did 系数大小以及 95%的置信区间。从图 3(b)中可以发现，did 系数大小

随着距离的增加呈现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但在 0-200公里之间并不显著，在距离上海市300～400公里的区间内 did 系

数达到最大且显著为负，这点同图 3(a)中呈现的拐点值区间接近。再次说明了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偏效应与距离呈

现“～”关系，且加剧了中心城市对距离 300-400公里左右城市的“虹吸效应”。 

 

图 3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的距离效应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推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实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各级政府坚持“交通先行”

的原则，着力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逐渐加密的高铁网络是否在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长三角

地区 41个地级市2003—2019 年的面板数据，以高铁开通作为准自然实验，引入以多中心、网络化为特征的高铁网络指标，重点

考察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 

通过实证分析，本文得到以下结论：第一，高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其他城市与中心城市(上海)的经济发展差距，该结果在多

种稳健性和工具变量的检验下依然成立。这也说明高铁开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心城市的“极化效应”。第二，城市规模异质

性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中小城市和外围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大城市影响不明显。地区异质性表明，高铁网络中

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地区，越有利于自身经济发展。第三，影响机制表明，高铁开通通过促进劳动力流动，进而扩大长三角区域经

济发展差距。同时，高铁开通还降低了小城市的引用外资规模，增加了大城市的投资机遇，进一步拉大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

发展差距。第四，进一步研究表明，以多中心、网络化为特征的高铁网络有利于缓解因高铁开通导致的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经济

发展差距。此外。当考虑空间距离因素的影响时，发现高铁开通主要拉大了距离中心城市 300-400公里范围内城市与中心城市的

经济发展差距。说明距离中心城市一定的范围内确实存在着“集聚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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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中心—外围的视角，实证研究了高铁开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为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协调发展提

供一定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核心结论认为高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尤其是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在

高铁建造的过程中，外围城市不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负面冲击，外围城市应充分利用自身禀赋，积极提升市场化水平，打造公平

有序的营商环境，这不仅可以有效防止优质资源的外流，避免陷入高铁时代下的“集聚阴影”,亦可以更好的承接中心城市的产

业转移与溢出效应。此外，研究结论也表明，以多中心、网络化为结构的高铁网络有利于缓解高铁开通所带来的中心城市的“极

化效应”,这也意味着加密各城市间的高铁线路，打造以多节点、网络化为主的高铁网络，能够促进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就目前而言，长三角各城市之间高铁联系并不紧密，高铁网络覆盖密度较低，整体网络密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未来长三角

地区需要继续提高高铁网络密度，构建以多中心为主的高铁网络，并尽可能的考虑让更多的中小城市和非中心城市处于高铁连

线的节点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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